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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晓姝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北京 100089，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英语学院，北京 

100029，北京） 

 

提要：本文对跨文化“问题交际”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认为现有相关文献对跨文化“问题交际”的研究可分

为内在和外在两个视角，内在研究视角主要是探究“问题交际”的本质、根源及特点；外在研究视角则集中

在误解的辨认、误解的主要责任者、误解的修复及有意误解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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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在日常交际中，误解出现的频率甚高。有时听话人误解了说话人，有时反之。而参加交

际者有时能够意识到并及时澄清误解，也有时过了一段时间才意识到误解别人了，或被人误

解了；有时虽然意识到出现了误解，但出于某种原因未予澄清或更正；也有时没意识到误解，

就谈不到澄清或更正。误解有时能造成很严重的后果。Saville-Troike (1985: 11) 曾举一例：

某飞行员把航空管制员的片刻沉默错误地理解为允许那架飞机着陆的命令，结果造成了严重

的后果。 
上述在交际中出现的问题，在交际理论中称之为“问题交际”（miscommunication）。所

谓‘问题交际’，是指任何使沟通受阻的现象，即听话者错误地理解了讲话者的意图或者反之。

‘误解’和‘问题沟通’常被用作‘问题交际’的同义词。这里所涉及的‘问题交际’主要是言语上的，

不包括非言语的，即不包括肢体语言上的。跨文化 “ 问题交际 ” （ cross-cultural 
miscommunication），顾名思义，是只指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出现的“问题交际”。 

关于跨文化“问题交际”的研究，国内的文献不多（只有陈俊森 2000，刘亚猛 2004，
及孟筱敏 2006 等为数不多的几篇），国外研究文献较丰富，并从多个视角进行探讨。本文

旨在梳理跨文化“问题交际”的研究视角，并综述相关研究。 
2．‘问题交际’的内在视角和外在视角 
国外对“问题交际”的研究概况起来有对其本质、根源的分析(笔者成其为内在研究视角)

和误解的辨认、修复、主要责任者及有意误解等方面的研究（笔者称其为外在研究视角）。

即主要是从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进行研究的。 
2.1 内在视角 

内在视角研究指的是对‘问题交际’的本质和根源及其自身特点的探究。事实上，‘问题交

际’的本质和根源是相互联系的，但为了方便分析，我们暂时把它们分开。 
2.1.1 ‘问题交际’的本质和特点  

关于‘问题交际’的本质和特点，相关文献有多种表述，归纳起来即，“问题交际”的本质

是不成功性，其特点可用动态性和复杂性来概括。 
2.1.1.1‘问题沟通’的不成功性  

不管研究者采取哪种方法研究‘问题沟通’，研究者都有一点共同认识：即沟通这样或者

那样地受阻，所以研究均围绕这个性质展开。对于不成功性，学者们有不同的解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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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phreys-Jones (1986) 和 Banks et al. (1991) 对沟通的不成功性的分析侧重点就不同：

前者强调过程，后者强调结果。 
Humphreys-Jones (1986) 在讨论交际的结果时区分出三种情况：(a) 理解，(b) 不理

解和 (c) 误解。所谓理解，Humphreys-Jones 指的是当沟通的结果是‘理解’时，听话者收

到了说话者要表述的动议（proposition），尽管没有明确地表示出 ‘以言行事的力量 ’
（illocutionary force）是否包含在内；当交际的结果是‘不理解’时，听话者没有接收到任何

动议；而当交际的结果是‘误解’时，听话者接收到了一个动议，但不是讲话者要表述的那个。

因此，这最后一点，也就是误解，构成了分析的主要任务。 
 Banks et al. (1991) 在“跨文化回合和‘问题交际’”中把‘问题交际’看作是误解和误言

（misspeaking）的结果，并指出：“不管研究者的理论导向如何，‘问题交际’的主要含义是

交际的双方在沟通上出现了某种问题，且这种问题对参加交际的双方会产生社会后果。如果

没有社会后果，人们就不会对这个现象有多大兴趣了”（1991：105）。所谓社会后果，Banks 
et al. 指的是“动机的错误归因，没有必要的行动，交互方式上的改变，以及类似的随着时间

的流逝会使双边关系恶化的反应”（1991：105）。Banks et al.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几乎所

有关于‘问题交际’的讨论都会以某种方式暗指误解，然而，误解在实际语篇中不是以无主之

谜出现（或说总是可以找到原因），一个或多个交际的参与者以及他们交际时的情形最终可

以解释误解（1991：105-106）。因此，在他们看来，‘问题交际’是某一特定类别误解的标

签，这种误解通常不是人们所愿意的，但可被参加交际的一个人或多个人同时察觉到。至此，

他们对‘问题沟通’的讨论中有几点需要注意之处：沟通的不成功性、社会后果、以及参加交

际的人对误解的察觉。  
Banks et al. （1991：106-107）还认为，至此，讨论还没有涉及交际可能的动机和条

件问题，所以他们接下来讨论了跨文化‘问题交际’是怎样产生的问题，即：跨文化‘问题交际’
产生的条件。他们称：其产生有两个基本条件：（1）跨文化交际时突然出现的问题事例与

那些文化内交际时产生的沟通问题的引因相同，但这些事例格外引起人们的注意是因为文化

差别改变了其性质；（2）交际参加者的文化差异可以作为突然出现的问题事例的惟一引因，

这第二个条件还包括深深扎根于抽象文化规范中的‘问题沟通’。以上观点强调了文化差别的

重要性，然而，文化差别并不能解释所有的跨文化‘问题沟通’，或者说不是所有的跨文化交

际中的误解都可以用文化差异来解释的 [详见朱晓姝（2004）]。  
2.1.1.2 ‘问题交际’的特点——动态性和复杂性  

所谓‘问题交际’的动态性就是指交际中因素是多变的，且每个因素所起的作用也不同。 
Goodman (参见 1987: 123) 对此进行了这样的概括：1）交际的参与者本身是动态的：即

人们很难设想说话者和听话者具有相同的想法，在谈话中，上下文、背景和每一点上的目标

都是不同的。结果听话者在领会说话者的意图时就出现了困难和错误。2）交际回合本身是

动态的。Tzanne (2000)这样解释动态性，认为有些误解是源于某些 “问题源轮次

（trouble-source turn）”(Schegloff 1987)。 West & Frankel  认为传统上交际被看作有一

个信息发出者，一个接收者和一个传输渠道。发出者和接收者“据信有着兼容的编码和解码

装置，这种装置允许他们接收和发送信息”（1991：197）。 根据这种交际理论，“一旦传

输渠道中有‘杂音（noise）’，例如，发音、词汇选择、句子形态等方面的问题，就会出现信

息扭曲，也就是‘问题交际’就会出现” （ibid，197）。West & Frankel (1991) 在这里指的是

物理上的传输，用的几乎是这个词的科学意义。  
‘问题交际’的复杂性指的是很多因素的综合作用造成了沟通的不畅通。Milroy (1986: 19) 

对‘问题交际’的复杂性的表述颇具代表性：“当‘问题交际’真正出现时，一系列的因素对此负

责：可能是‘语言知识’和语言应用的间接关系起了作用，这种关系解释了这这样一个事实，

即掌握相当一部分不相同语法的语言使用者在自然情境中却能互相理解，他们依靠的是范围



 

 3

广泛的复杂多变的一系列的理解策略。”这里 Milroy (1986)一方面承认语言知识和语言应用

有关系，但不一定是成比例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强调了实际沟通时交际者对理解策略的依赖。 
 从以上几位学者的论述中我们看出，‘问题沟通’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实际上是交织在一起

的：也正是因为交际过程中涉及的因素多 —— 交际的参与者、其背景、话题、轮次以及信

息的表述方式等，‘问题沟通’的成因分析才变得复杂起来，因为任何一个方面的单一作用或

两个以上方面的综合作用都可能造成沟通不畅。  
上述分析侧重的是‘问题交际’的复杂性和动态性。接下来的问题是误解是怎样造成的。

‘问题交际’的根源与其动态性和复杂性的关系问题， 我们认为它们也是紧密相关的。 
2.1.2 ‘问题交际’的根源  

通过文献检索我们发现，对‘问题交际’的根源的论述颇多，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

种观点是信息是否能顺利传递不仅仅取决于讲话者，换言之，听话者的解读也可能是‘问题

交际’的根源之一。Grice (1969) 认为听话者所解读的某一句话的意思可以小于或等于讲话

者的意图。听话者的作用就是断定讲话者的意图。断定的成功与失败完全取决于听话者，这

种断定会出现三种结果：听话者无法断定讲话者的意图（不理解）；或错误地断定（误解），

或者成功地断定（理解）讲话者的意图。McGregor (1986: 57) 观察到“我们只能间接地知

道他人的话语中讲的是什么，即在交际过程中听言语的字里行间的意思。” 
另一种观点是不同的人对同一段话，不管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会有不同的理解。

Verschueren 就认为“交流不得不依靠背景知识，一个人不可能明确地表达出他想说的每一

方面的意思。同理，一个人也不可能以他所说的话穷尽他所表达的所有意思”（1991：195）。
这就是 Cook-Gumperz & Gumperz (1976) 所指的语境化惯例（ contextualization 
conventions）。实践证明，这是误解根源之一。语境化惯例就是那些谈话中的线索，或信息

形式的表面特征，这些特征可以告诉听话者如何解读话语并把他们同前面和后面的话联系起

来 （参较 Gumperz 1982: 131）。语境化的概念指的是在交互的表层结构中的所有线索，

包括言语的和非言语的。这些线索本身没有语义上的意思，但却能使我们以文化过滤过的先

前经历去解读目前话语的含义。具体地讲，以句法、词法、文体、韵律、手势、目光，后台

渠道（backchannels）等为基础的语境化信号，虽然其本身没有所指意义，但却在帮助理

解上下文方面有作用。当相关的线索被交际的参与者理解时，解读过程就不言而喻，且不被

注意了；然而，当其中的一个参与者不了解某些线索时，解读就出现差异并且会出现误解（参

见 Gumperz 1982）。在这种情况下，讲话者比较典型的反应是一种挫败感和敌意，常常是

每一方参与者指责另一方有意识地难为对方，强调自己对某一话语的解读才是合理的。在跨

文化交际的情形下，这种沟通不畅往往导致敌对定型化。 
Auer (1986) 列举了五种不同种类和层面的与上下文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均由语境化

线索引发：（1）我们在彼此交谈吗？2）谁在和谁谈？（3）我们谈得拢吗？（4）我们在

谈什么？（5）我们在什么立足点上交谈？Auer (1986) 继续解释说，这些问题涵盖了一系

列的交流问题，尤其是在跨文化交际方面。他们指不同的问题如交互过程的焦点、轮次

（turn-taking）的规则和权力、接收者身份（recipientship）；行动的类型；主题事物（subject 
matter）和直接程度；对话人的关系和他们的责任等。 

Gass & Varonis (1991) 集中讨论了非本族语在问题语篇（problematic discourse）中

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主观的——与语言被解读的社会文化方式有关，另一是客观的——与

语言本身的语法有关。 
Lakoff (1990) 从交流方式的角度去解释‘问题交际’，认为礼貌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人和

人之间交往时可能产生的对立和冲突（这句话的意思不合乎逻辑）。Blum-Kulka et al. (1989) 
及 Kasper & Blum-Kulka (1993) 也追溯‘问题沟通’的根源，并相信是间接及礼貌的表达法致

使问题交际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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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dler (参较 1994：18-19) 总结出下面这些比较熟悉的误解根源（第 3、4、5 点属

于有意误解）： 
1） 含混的句法与语义。例如：I saw her duck; Visiting relatives can be a nuisance 以及 I like 

her cooking.   

2） 指代模糊。如：the president, 和 The lion prefers fresh meat。 

3） 以言行事的曲解（Illocutionary ambiguity）：例：法官对罪犯的宣判：“You will be taken to 

the place of execution…,” 罪犯的答语是： “How do you know?” 1 

4） 会话含义领会方面的失败（Failure of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如：“Is that your car 

blocking the driveway?” 对此的回答：“No I am only renting it.” 

5） 比喻的字面化理解：例：“ He has a big heart.”，答语却是：“Then he better see his doctor.” 

6） 讽刺的不理解: 如：“That was a nice thing to say!” 

House (2003: 22) 对误解根源做了如下分析： 
“误解可以源于不完全的理解，在各个语言或交互层面的不合适的理解，即：句子形态、

语义、和语言使用的话语层面。还可以源于谈话的一方或双方世界知识的差距、或一方或者

另一方的不合作，这种情况下可能不存在理解问题，但却执意不合作。更有甚者，谈话的双

方可能（在所有的层面上）理解和领会得都完全正确，且有意合作，但出于多种原因，在来

言去语迅速交替的语篇中难以产生珠联璧合的步调。”  
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误解的根源形形色色，错综复杂，有社会文化方面的（背

景知识等）原因，也有语言本身方面的（语音、语法、修辞等）原因，致使有时很难归因。 
语言学者们除了对误解的性质和根源进行探究以外，还从以下层面对“误解”（问题交际）

进行了研究，即“误解”是怎样辨认察觉及改正的、误解的主要责任者以及误解是否是有意的

等等（如在 Vendler (1994) 的第 3）、4）和 5）个例子中）。本文中我们将这些方面的研

究称之为误解的“外在研究”   
2.2 外在视角 
    ‘问题交际’的外在视角指的是对误解的辨认和察觉，误解的修复，误解的主要责任者，

及有意误解。将前三个方面归结为外在研究视角，是因为不管是误解的察觉辨认及修复，还

是对误解责任的划分，这些行为都发生在“问题源轮次”之外，分析均是从误解当事人以外的

角度进行；将有意误解划归在外在研究视角的范畴里，也是因为当事人常对这种误解有不同

于研究者的认识，对此分析多从研究者角度入手。 
2.2.1 误解的辨认和察觉  
 误解的辨认和察觉是语言学者们研究“误解”的“热点”之一，误解的辨认和察觉看上去似

乎比其它层面容易理解一些，但情况也比较复杂，因为误解可以有是否意识到，参与者是否

发表评论，是否选择改正等的问题。在这方面，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Varonis & Gass (1985: 
327) 研究了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问题交际’，认为“要分析这两个群体之间的误解

至少需引入下面这些概念：正确释义、释义的信心、谈话的目的、共享的看法、语言及文化

系统。”在观察现实中的谈话时，他们发现了信息交换导致的缺乏理解的事例。Varonis & 
Gass 还认为在这类的交往中，参加谈话的人可以有如下七种表现方式（1985：328）： 

a. 立即意识到问题但不做评论； 
b. 立即意识到问题并进行评论； 
c. 后来意识到问题但不做评论； 
d. 后来意识到问题，进行评论； 
e. 谈话后意识到问题但不做评论； 
f. 谈话后意识到问题，进行评论； 

                                                        
1 3）、4）、5）被认为是有意误解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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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没有意识到。 
Varonis & Gass 得出的结论是本族语者和非本族语者的谈话本来就有沟通不畅的可

能，因为他们没有共同的文化及语言系统（包括修辞策略）可以表达他们欲表达的意思。除

此之外，一系列的社会和语言因素影响他们最终对沟通不畅的解决。 
Schegloff (1987) 用“问题源轮次（trouble-source turn）”这个术语指谈话中被错误理解

的语句所在。也就是说，如果“问题源轮次”找到，误解就被辨认出来了。 
Kreuz & Roberts (1993) 把他们关于语用错误的讨论和 Grice 的四项谈话原则相联系，

即数量、质量、关系和方式原则。Kreuz & Roberts 认为当人们讲话违背这些原则时，就犯

了语用错误。他们还指出：“与低层次的错误不同，语用错误对正在进行的合作构成严重的

障碍”（1993：241）。正是出于此因，他们预测到语用错误在谈话中应该尤其明显。然而，

有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关于谈话的双方是否能意识到语用错误或者说误解的出现，情况呈

复杂态势。 Coupland et al. (1991) 构思出了一个关于 ‘ 问题领会（ problematic 
understanding）’的可意识到的程度等方面的一个综合列表： 

表 1 ‘问题交际’分析层面综合框架图 (译自 Coupland et al. 1991:13) 

程度 ‘问题交际’的性质 问题状态 意识程度 可修复性 

一 
语篇和意义迁移有内

在的瑕疵 
没有认识到 参与者没有意识到 不相关 

二 

策略上的妥协；小的误

解或错误释义是可以

预测到的常规小插曲 

可能被认识到，但不

一定被认识到。 

参与者意识到的可能性

低，但在局部很容易被研

究者辨认出来 

仅在局部层面上相关

三 假想的个人缺陷 

归结到个人方面技巧

缺乏和不良意愿（或

兼而有之） 

对参与者来说意识程度中

等；常指向他人（或有时

指向自己） 

有缺陷的人可以“加以

修理”（例如通过技巧

培训） 

四 

以目标为参考：在正常

交往中的控制、隶属、

身份和工具性 

在取得谈话目标方面

失败，故此作为问题

认识到 

意识程度高； 参与者可能

完全知道行为上的策略暗

示 

修复是日常交互过程

的一个行进的方面，

并有关系暗示 

五 

在群体 / 文化 

语言 / 交际标准方面

的差异，易受错误联盟

和误解的影响 

被划到社会身份和群

体成员身份方面的问

题 

意识程度中；群体身份被

淡化且差异被看作是群体

地位的自然反应 

文化同化或外围群体

的适应；社会文化学

习 

六 

谈话意识上的框架；社

会结构方面的势力不

平衡 

参与者只意识到问题

本身 

参与者典型地不知道；研

究者异常清楚，以其自我

意识为外层屏护 

只有通过批判性的分

析和随之而来的社会

变化 

 
这一列表说明，‘问题交际’是否能被觉察和辨认出来取决于很多因素，而这些因素之间

的关系也呈复杂状态。 
2.2.2 误解的修复 

既已言及误解的察觉，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谈话的参与者怎样处理误解，也就是误解的

修复。有相当一部分的文献是研究误解的修复问题的。 
Coupland et al.（1991） 论述了误解在什么时候、在哪修复的问题，认为只有当谈话

的参与者意识（尽管意识有程度上的差别）到有误解出现的时候。然而，对此，其他学者有

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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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ks et al. (1991: 106) 认为“许多情况下误解是不被人注意的或者评论的，对于听话

者和讲话者都如此：只要某一个误解不对继续交流造成影响，它就不是问题。”解读一下

Banks et al.的话，就是说有时修复是不必要的。 
Clark & Schaefer (1989) 认为交际的参与者不仅仅是梳理他们所遇到的任何麻烦，从

一开始他们就采取主动措施来确立理解和避免麻烦。Schegloff et al. (1977: 361) 宣称“修复

的组织运作就是处理说、听和理解中反复出现的问题。”至于是否指出理解中出现问题，

Schegloff et al. 以为或者听话者或者讲话者可能选择不指出问题，况且一个错误也可能得

到自改（即犯错人自己改正），或他改（即听话者改正说话者）。Schegloff et al.的另一个

观点是因为讲话的轮次限制和礼貌上的考虑，人们喜欢某些改正类型，而不喜欢另一些。例

如，语音上的错误，据报道，几乎都由他人改正，因为当这个错误出现时，讲话者还占据说

话的位置。另一方面，语用错误，则较典型地由他人改正，因为听话者有责任示意他或她没

有明白讲话者的意思。  
Drummond & Hopper 探讨的是电话交流中的误解及其补救办法。他们论证到：为了“修

复”误解，首先得找到它。Drummond & Hopper 讲到了可修复到开始修复之间的距离，并

称“随着距离的增大，‘误解’这个术语对所发生的事情就成了再好不过的描述词。当可修复和

开始修复之间的距离在时间上增大及对话双方随后的轮次不断增加时，修复就变得更困难

了”（1991：305）。  
Ulichny (1997) 在“误解的不当处理”中指出，在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的交际中，修复

现象是相当普遍的，且对什么时候和在哪修复做了观察。 
Bazzanella & Damiano (1999) 分析了“日常谈话中误解的交互处理”。他们的数据来自

意大利语。他们具体地分析了修复的主体、商谈的阶段，修复的搭配，语言上及非语言上的

误解等。 
上述研究除了 Schegloff et al. (1977) 之外，都没有提到为什么有时候谈话的参与者选

择不进行修复，修复的种类和方式取决于许多因素，有方便与否的考虑，即时间上和距离上，

还有面子方面的考虑，还有的时候，在不影响理解的情况下，人们根本不考虑修复问题（详

见朱晓姝，2004）。 
2.2.3 误解的主要责任者 

对‘问题交际’的外在研究的另一个视角就是对其主要责任者的探究，即一个误解主要是

以说话者为基础的，还是以听话者为基础的。换言之，有时听话者负主要责任，有时说话者

负主要责任。Dua 对这两种误解进行了区分。以说话者为基础的问题‘表现为某些意图的构

建和表述上的过程，这些意图可以被认为是说话者内部的’（1990：115），有以下三种情

形： 
1）．说话者不能准确地认识或构思他的意图。 
2）．说话者能够准确地认识或构思他的意图，但不能适当地表达。 
3）．说话者既能够清楚地认识 又能够适当地表达，但不想表达他的意图，或者是因为

他不想这样做，或是礼貌、面子、交往规则等原因不允许他这样做。 
为了解释以听话者为基础的误解，Dua (1990: 119) 扩展了 Grimshaw (1980) 的分类

并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分类法以区别从成功一直到不成功的感知和理解： 
表 2 接收和理解类型的分类 (Dua 1990: 119) 

1 2 3 4 

没听见 部分听见 误听 听见 

不理解 部分理解 误解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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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a 强调说听的选择性是必要的，并指出：有选择的言语加工构成了成功的听行为的可

能性，且这种可能性极高，而话语形成过程中赘述的信息又为部分听见做了补偿。整个听力

理解的过程实际上是选择理解的过程。 
Bazzanella & Damiano (1999) 在“日常谈话中误解的交互处理”一文中谈及了误解的诱

因问题。他们认为误解的诱因可以有下列分类：1）结构诱因，2）讲话者有关的诱因，3）
对话者有关的诱因，4）对话参与者交互过程有关的诱因。从上述诱因的分析中，我们可以

看到，我们先不说诱因 1）和 4），对 2）和 3）的分析说明有时误解是可以划分责任的，也

就是说，有时是讲话者的责任，也有时是听话者的责任，尽管这类的责任划分有时很难。  
至此，我们关于误解的讨论涉及了辨认、修复和主要责任者。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

有时误解是有意的：或者听话者故意去误解讲话者，或者讲话者有意设计，让听话者误解，

也就是策略误解就出现了。以上两种情况就是本文要讨论的下一个话题 --- 有意误解。  
2.2.4 有意误解  

‘问题交际’也有文献从有意识地违反谈话原则（或称有意误解）的角度去研究，例如，

Attardo（1993）从策略误解（strategic misunderstanding）的角度研究了笑话的交际特性，

其观点是：一般说来，谈话是遵循 Grice 的合作原则的 （详见 Grice 1975，1989。众所周

知，Grice 的合作原则包括四项原则：量的原则、质的原则、关系原则和方式原则），而笑

话是违反上述原则中的一项或多项的结果。而 Souza Filho 则认为明白误解机理的人可以有

意识地选择可以导致误解的话语（参较 1985：424）。在这种‘计划误解’(Weigand 1999) 的
情况下，Weigand 的观点是讲话者“以计划误解的方式来欺骗与其对话的人并欲从中渔利”
（1999：764）。若将 Weigand 的理论与笑话相联系，即讲话者旨在取得滑稽的效果。 

在听话者引起的有意误解中，“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一句颇具解释力。House (2000) 这
样形容这种情形：交流中的一方，在这里指听话者，执意‘作梗’，从而‘影响’正常的交流。需

要说明的是：这种误解总是立即被参加交流的双方意识到，且有利于双方情感的交流，特别

是一方为本族语者，另一方为非本族语者的情况下。 
 

3．结语 
跨文化交际是一个老话题，但跨文化“问题交际”却是一个颇新的研究领域，一个简单的

误解可以从多个视角去分析，去研究。本文对跨文化“问题交际”研究的理论视角进行了梳理，

将跨文化“问题交际”的研究文献分为内在视角（探究本质、特点和根源等）的研究文献和外

在视角（误解的辨认和察觉、修复、主要责任者、有意误解等）的研究文献，目的是使零散

的、繁多的跨文化“问题交际”的研究成果看上去系统化，以期读者对跨文化“问题交际”认识

得更加系统、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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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categorizes the currently available literature on cross-cultural miscommunication, 

and summarizes that the related literature can be broadly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 one is from the 

outer perspective, and the other is from the inner perspective. The former refers to the nature and source 

of miscommunication, and the latter denotes recognition, main responsibility, repair attempts, of 

misunderstandings and deliberate misunderstan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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